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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人类学研究  
 

Alain-Marc Rieu (阿兰-马克·里乌）  

出发点  
本文旨在探究人文科学关于中国儒学、它的再诠释以及它如今在中国发展变化中的作

用等方面可提出的观点。想法并不新颖，但对于研究社会人文科学的形成史、它们在欧美的

应用以及它们描述如中国、日本这样的复杂社会的能力的人来说，这项研究还是一种创新，

具有重大意义，其目的在于拉开足够大的距离，以便为分析西方社会打开新的视野。因此，

研究方法属于概念假象型，主要利用自 60年代以来法国人类学和认知学研究积累的资源。 
本文从整体上采用对称研究的方法：建立能够根据相同问题相同观念来研究不同社会

的理论模式。这一方法并不能保证反映儒学或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事实上，这一研究与社

会人文科学中“现代性”等方面有关，尤其是其中 具争议的概念“现代化进程”。在这一点上
，我同意杜维明的方法：“如果在定义现代化时也把时间也考虑进去，那么，现代化就是一
种总体趋势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局部变化。”1 关于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
前期和后期等概念构成了关于人类与社会科学的概念系统：我们对此不断提出假设，应用，

却从未进行阐释。实际上，这些概念区分并联接了表现不同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和过程

。然而，正如Wang Jing 《文化热：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2 和程艾兰
主编的法语论文集《当代中国思想》3所体现的那样，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切关于现代化问

题的大讨论。这一工作是关于知识社会在中国的形成条件、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作用正在经

历的变化的研究的第一阶段。我认为，法国人文科学研究取得的部分进展可以补充并丰富经

济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同时也使我受益匪浅。4 
 

1.儒学、帝国  
本文以分析儒学和作为政治、社会、宗教组织形式的帝国对知识的构想及其地位。原

因很简单：儒学与帝国同时产生，在帝国中制度化，直至成为帝国的思想源泉。儒学在今天

依然扮演着重大角色。被诠释了无数次的学说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学已知的现象，

因为公元前 4-3 世纪发生在中国的转变几乎同时发生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儒学一样，希腊是
讨论当今欧洲思想所必须涉及的。奇怪的是，当我们把中国作为历史整体与希腊比较时，立

刻就产生了“现代化”及其相关问题，构想中国就打乱了欧美的历史坐标。现代化的进程十分
复杂，经历了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先于这一进程，同时却又是它的开端。这个过程称为前现

                                                
1 Multiple Modernitie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East Asian Modernity, 收录于 Lawrence 

Harrison 和 samuel Huntington 主编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2000，p. 257（译者
译）。“局部”一词在杜文中指所谓的现代化国家，如德、英、美、日、法等。我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
知识与权力》中采用的就是“多元现代性”角度。 

2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3 La pensée chinoise aujourd'hui, Gallimard; 2007。我关于儒学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的材料主要来源于
WM,  Theodore de Bary, 陈荣捷和 Burton Watson编写的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1960, 共 2卷，哥伦比
亚大学出版社。程艾兰在她的《中国思想史》（1997）中对主要学说作了介绍。 

4 本文是与 Erik Baark 的论文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Emerging Institution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13:3, 337-356)的一次对话和讨论。 



代化5，以政教的逐步分离为特征，它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条件有利， 初的分离会引发其

他的分化。无论如何， 初的分离形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使后来的分离成为可能，并为

它们提供先例。由此，历史就被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压缩了。 
 

1.1 让-皮埃尔·韦尔南  (Jean-Pierre Vernant) 的启示  

欧美汉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古希腊：寻找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以便了解古代

中国是否有“科学”，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我在研究中并没有以关于希腊的标
准看法为出发点，而是采用了某些有创新的研究。 

韦尔南曾经证明，一系列相关的危机是如何引发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认知、政治

现象的。例如：每一单独现象在其初期并未“意识”到它与其它现象之间的关系。但韦尔南还
证明了这些现象的产生又是如何在另一层次上相互关联的6。他力图发掘这一层次，揭示这

些现象的产生过程及其它们所构成的“系统”。他重视建立一个表述和思考这些不同现象的思
维场——哲学，以及哲学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在这里，科学是思考人类世界和神话世界的直
接认知态度和方法论要求（理性辩论）。 后，韦尔南还分析了为什么在组织集体生存的新

方式中，在（相对）独立的政治领域的崛起中，在以平等的自由辩论为基础的政治模式即民

主的形成过程中，都可以找到这一内部联系。这种新的集体生存方式表现在城市空间的新规

划，即城邦这个概念中。韦尔南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事件与知识之间的内部机制，而应用或设

想知识的人却没有明确地把它们联系起来。他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一种学说没有其本质功效

的观点。一种学说的意义和功效表现在它所阐述及介入的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样，一个

新权力的形成和制度化会产生新的学说，而权力又使学说制度化，甚至转化为一种强加的官

方理论。 
由此看来，韦尔南的著作提供了一种研究儒学、它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秩序中的

牢固基础的方法。这种牢固的制度基础同时解释了儒学各派学说的发展及其它们的历史作用

。它既说明了儒士的作用和地位，也说明了当今探讨儒学传统或应用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的

责任。儒学的产生与发展和帝制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天人关系成为了权力的理论基础和

理解模式。通过再现天上、人间世界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儒学在这种新的权力形式中制度化

、功能化、公职化。帝制的限度也是儒学和创造、应用这一学说的人的职能限度。 
韦尔南还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在试图揭示科学、哲学、城邦和民主思想同时出现的系

统联系时，他十分重视在不同领域建立和形式化相同的认知态度和相似的理性约束。然而，

儒学既是一种认知态度，又是一种与世界及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的关系。它同时还是一种理

性约束，一种解释世界和组织、管理事物的模式。这里还须提到古希腊悲剧的产生和它的意

义。悲剧表达和再现了一个由神话和神灵统治的世界的悲怆出路，一个颠覆了与宇宙的关系

的世界的产生，而宇宙包含了世界，并为它指定了命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试图

通过理性的辩论和学说，来缝合这一创伤，建立一种重新连结天上秩序和人间秩序的宇宙论

。随后，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了道德宇宙论。根据道德宇宙论，世界秩序的意义

通过为城邦居民提供的避免集体暴力和由此产生的个体慌乱的行为模式体现出来。 
 

1.2 中国的情况  

对韦尔南著作的阐释吻合李泽厚的思想。杜瑞林（Joël Thoraval）在《现代中国的实用

                                                
5 与工业历史学家所谓的原始工业化进程类同。“前”和“原始”与进程的长短、结果无关。参见我对日本前现
代化的分析，《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与权力》第一章。 

6 参见《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尤其是第三部分《空间组织》）和马塞尔·特丁尼（Marcel Détienne）的《
希腊人的智慧》（1974）中的《智慧的诡计》。 



主义诱惑》7一文中对李泽厚的思想作了介绍，而 Wang Jing 则对李持批评态度8。历史学家

们承认，在中国古代，儒学的产生和制度化源于政治与宗教的分离。这一分离开辟了相关社

会发展的新时代。中国通过建立帝制，平息不同民族和王国的纷争，完成了统一，儒学也参

与了这一过程。不同的历史研究表明，早期的儒学把巫祝的神术转变为一整套价值观和习俗

，并将其制度化，成为行为模式。这些礼节和纪律被确定下来，成为代表宇宙秩序的社会秩

序的基础。事实上，巫祝的角色在于传达上天的命令，并在社会内部作为秩序表达出来。这

个涉及一切天上人间事物的秩序把存在看作一个整体，从某种理论化的层次上来说9，这些

礼节、行为、整治社会关系和协调10天上人间11关系的模式不仅可以平息王国内部纷争，而

且可以应用于不同王国之间12，把它们联合起来，统一为帝国。 
通过对韦尔南学说的解释，我们勾勒出了对早期儒学的一种分析。儒学既是关于天的

理论，也是关于科学的理论，既是哲学学说，又是建立在万物秩序基础上的、规范人与人之

间、家庭内部及家庭之间关系的道德理论。但早期儒学同时又是一种政治理论，因为它为皇

权作辩护。皇帝的职能在于确保人间关系与宇宙关系相吻合。儒学也是古希腊悲剧意义的一

种表现：事实上，儒学所揭示的新的合理模式及形成中的帝国与历史产生了决裂，而儒学又

在其学说、行为准则、天地观念上对这一裂缝进行弥补缝合。政治、社会、宇宙、宗教的不

同区分形式在古代儒学中确实存在，但与古希腊不同的是，它们之间并没有产生分化：这些

不同的成分反而相互融合交迭。但这样的聚合体，这种可能存在的整体主义，却并不代表其

区分不存在，分化的趋势没有进行下去，揭示区分的学说反而对它们进行了缝合。这一产生

在以普遍制度化为特征的学说内部的聚合过程离不开制度的配合，在中国则表现为帝国这一

特殊的政治形态。 
根据韦尔南提出的模式，可以在古希腊辨别出其主导性的认知态度，“调查探索”13。事

实上，当世界被分割成不断分化的领域、接受不同学科的调查研究时，认识趋向于通过建立

一种不同探索领域共同的认知态度来寻找统治一切事物的秩序，而不是通过发现、发明事物

共同的起源。“存在”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公共的系统、约束，一种方法和/或一种伦理，而不
是与神合为一种本原物质，一种被淡化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理性思考、论证艺术（几何学

就是代表性的一种）与对存在的探究不可分割。总的来说，存在使所有人能够以相同的方式

探索存在。这对诡辩派、苏格拉底、欧几里德和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对伊壁鸠鲁派和斯葛多

派也是如此。 
我认为，儒学基本的认知态度不是探索而是研究。诚然，研究和探索都以基础、真理

的存在为前提，两者都发现了基本原则，并承认这一原则是他们一切行动的起源，它引导并

组织他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证明了这一点。认识上的限制妨碍了对事物存在的

前提的质疑。尽管存在遥不可及、捉摸不定、不可言表，认识还是试图通过表述由它产生的

不同组织层次来接近它。应该在知识的构成、对认识存在的方法的多元性及融合程度上来寻

找探索和研究之间差异的原因，比如说诡辩派，尤其是试图摆脱宇宙论或包容性存在的普罗

                                                
7 《今日中国思想》，p.120。 
8 《文化热》第二部分，尤其是 p63-136。 
9 “理论化”在这里指的是抽象与普及的双重过程，Karine Chemla 指出该过程是中国数学中科学方法的基础（
参见《透过中国古代数学看科学》，收入于《今日中国思想》，尤其是 p368-370，p382-384）。我以欧洲“
科学”思想为基础，研究了“认知态度与理性要求”的产生，在《科学革命与民主思想》（与 G. Duprat 合编
）一书中研究了它在政治理论中的复苏。 

10 “协调”的概念要求以神界和人间具有宏观/微观上的相同形态为前提。 
11 Sub-céleste, 从亚里士多德的 sub-lunaire 一词而来，指包括人、人间事务、机构、技术和其他知识的世界，
即组织和管理世界的一切。 

12 似乎很难描述秦始皇征服的诸侯国的政治、民族、宗教组织特征。 
13 首要目的在于区分对知识、实践、知识传授的两种不同理念，其次在于避免用“探索”和“应用”之间的
对立来表征古希腊和中国应用的知识类型。不管如何，这样的区分太狭窄，因为它会把希腊文化中对立的

科学和技术合并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是希腊的，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

和古中国一样，是“封闭”的世界。 



泰戈拉。14 把研究置于探索之上，等同于从一个特定空间内部来设想研究。在这一空间
内，不同学科相互重叠，因为它们再现了总体秩序。然而，这种重叠在希腊文化中从未完全

形成过，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并不存在。它依然是哲学和形上学的重点，似乎人间已经无可挽

回地与天隔绝，虽然天仍然是 高统帅。存在理论不过是遵循某种方法、某种逻辑的论证。

重视研究就倾向于把研究局限于学习既定的东西。尽管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存在，但我们知道

存在是已知的事实。研究则是对知识、统治一切的秩序、表达这一秩序的规范的维护和积

累。宇宙就是一个帝国。学习把既定的秩序内在化并重现这一秩序。差异是体制性的：儒家

为宇宙、帝国和皇帝效力，希腊哲学家和智者创造并传播理论，他们传播、推销这些理论，

他们生活在城邦和宇宙的分界之中并发掘这个分界。 
帝国与儒学的崛起和用来构想、组织帝国，证明其合理性的学说是一条长期发展轨迹

的起始点。因为儒学随着帝国的风云变幻被一次次地重新定义，直到今天仍占据着重要地

位。儒学与帝国休戚相关：一者的变化会改变另一者。在古希腊，雅典为我们提供了政治与

宗教分离的典型。但这些认识态度、方法模式以及科学、哲学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并没有孕育

出一种能够长期超越纷争，把城邦和人民联合成一个政治统一体的政治远见。希腊 终被征

服了，它的文明分裂、改变，在现代欧洲被重新发现和阐释，而中国至今还背负着历史的重

压。 

1.3 未结束的进程  

韦尔南的思想可以发掘儒学和帝国相互塑造的过程。但中国打乱了欧美人类和社会科

学的坐标，西欧的情况比古希腊更有助于破译中国的情况。我觉得，与现代欧洲政教分离的

长期过程做比较也十分合适。马基雅维利在抨击没有超验性基础的政策时对这一过程做了很

好的描述。 
这一缓慢的分离开启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的演变过程。从 17 世纪

起，这个过程引发了我们一般称为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随之提出如下设想：在中国，自

儒学形成之时某种现代化模式就开始酝酿。然而，在欧洲，这一分离产生了王国这一政治形

态。王国逐渐垄断和聚集了能够控制领土上所有人口的技术、机构和知识。控制就是平定和

安抚人民，保证他们的生计，其手段就是规定个人和集体行为、纪律和习俗，而这一系列规

定又通过建立各种机构，并把它们统一到能够在整个领土上采取行动的中央权力之下得以加

强。 
后，这一政治组织和管理形式又产生了下一阶段，即 17 世纪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一

种新政治形态：国家。王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条划分内外、“我们”和“别人”的国界（不

管其具体形式如何）。这一政治形态的逻辑是，统一不同民族，把分散的各族人民融合成一

个群体15， 后融合成为国民。从多个民族到统一的国民的转变过程一般通过其中一个民族

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和该民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信仰、文字、语言转变为公共语言和价

值观来实现。在全世界都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但其持续时间和地域规模各异。直至今日，

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民族-国家是这一过程的尾声。 
与中国的比较可以提出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以下面的事实为基础：19 世纪末，中国

受到西欧国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军事技术、工业实力的威胁，后两者一直是西欧国家制

度演变和人口、知识、自然资源流通的成果。中国遭遇了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态，而该形

                                                
14 参见本人论文《诡辩时期：普罗泰戈拉和高吉亚》，收录于 P. Schmitter主编的《语言学史》（Geschichte 

des Sprachtheorie）第二卷《古代西方语言学》（ Vol. 2: Sprachtheorien der abendländischen Antike）, p. 119-
139。 

15 历史上，这一过程的目的在于建立以政权，而不是种族或宗教为首要统一原则的国民，因为建立同类国民的
前提是消除种族概念（安全化的 初形式）以便用国家规定和管理的政治团体来取代种族。种族概念淡化

是某些文化和某些社会发展的一般思想的源泉。民族或者是一个现代化的种族，或者是种族的现代替代

品。如果发挥 Gilles Deleuze一个著名的公式，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国家决定分界种族来构成民族。 



态的实现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然而，借鉴另一种演变过程产生的政治形态的改革摧

毁了帝国，产生了威胁到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动乱、竞争和冲突。帝国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对峙

更加有力地控制了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因为在中国，帝国是一种未完成的演化，不能向国
家过渡。我认为，这一对峙的解决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在 20 世纪的发展变化。关键在于通过
帝国向国家，皇帝向一党专政过渡来拯救民族和国家。被儒学缝合的分离引发的中国前现代

化早在公元前 3、4世纪就开始了，而欧洲直到 16世纪才进入前现代化。中国的前现代化正
在产生一个与西欧十分不同的形式特殊的现代化。 

假设是这样的：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由于中国特有的各种制约，它与其他形式的帝国

（罗马、奥托曼、俄罗斯）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种寻求适合其疆域和地缘政治情况的国家

组织形式的王国。我认为，中国皇朝向国家这一独特形态靠拢是极其缓慢的前现代化历程的

一个新证明。下面是其他几个为人熟知的前现代化进程的证明：削弱和消除能够质疑皇权的

贵族阶层，把人口区分成四个等级16，发展统一管理全国领土的行政体系，科举考试在理论

上向所有人开放。儒学在这一皇权秩序、在它的合理化和演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一个朝代无法统治人民，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周期来保证人民生存和各个等级活动所需

的和平环境时，儒学无处不在。 
向国家之倾斜证明帝国仍然是一种脆弱的政治形态：王国 大的成就在于统治机构和

技术。在历史上，因为应用范围相对有限，符合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这些机构和技术表现

出了非凡的成果和适应性。帝国通常走向分裂，它们就通过加强集权，甚至阻碍一切发展，

尤其是经济发展，来与现实或潜在的分裂抗争。就像“交易成本”一样，帝国的“统治成

本”对生产力有负面影响，它阻碍了发展，导致历史不断重复。 
从这一点上来看，“皇家”说到底指的是天上人间一切事物的共同一致的存在，它既

是关于存在的权力，又是存在所拥有的权力和作为权力的存在。“共产主义”的幽灵似乎从

前现代化开始就萦绕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试图以民族主义和唯一执政党为基础，建立一个权

力至高无上的国家。政党通过创造和规定一种取代儒学的意识形态来表现民族的统一，在后

共产主义17的中国，中央政府力图维护国家统一，控制人民和领土，同时由于无力承担而减

弱对民生的掌控，由此打开了经济发展的大门。政治的“撤退”迟早会引发政治改革。从帝

国到民族国家的飞跃就是中国自 19 世纪以来无休止进行的过程，因为这一飞跃或者走向不
堪设想的解体，或者导致向联邦制演变，而该制度意味着终结唯一执政党的权力，承认多元

性，建立多党制。18 因为中国目前处于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边缘，建立另一种儒学的条件
已经满足。 

1.4 理学的标记  

在后共产主义的中国，儒学在当今得到复兴，因为要不断满足它的职能。随着共产主

义意识形态的淡化和消失，儒学不仅可以得到再诠释，而且能够改变它的历史角色。儒学不

仅是对历史的理解，而且还是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化体系 重要的未来问题进行思索的领

域。总而言之，儒学一动，一切都随之而动。中国目前的发展变化给予了知识分子这个可能

性、责任，甚至权力，尤其是儒学的历史证明它知道改变自己、回应帝国的发展。如果说帝

国 初的基础是政治和宗教的混合体，那么，在中国，魔幻的政治宇宙论是儒学首先构想出

来的。但在后来的蒙古人和满洲人入侵时期，同样的儒学又被重新理解为抵抗政治和社会压

迫的原则。儒学的原则得到重新诠释，由此产生了费扬（Stéphane Feuillas）所谓的“存在儒
学”。我们也可以借鉴黑格尔，称之为主观儒学。但入侵民族 终被帝国的儒学秩序所吸

                                                
16 这四个以宇宙秩序为基础的等级是：士、农、工商。 
17 后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形式之一，指它的晚期形式（套用“晚期资本主义”的说法），就像后现代主义是
现代化的形式之一。 

18 联邦制、多元性和多党制达到某个层次时，台湾问题，甚至西藏问题就可能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
案。香港问题的解决就是如此。 



收，就如罗马帝国的行政、文化结构曾一度吸引了“蛮族”，但 后他们都融合进来了。这

第二种儒学，即理学，在宋初19承担起了社会、政治秩序和佛教、道教（后来在韩国甚至还

包括基督教20）等宗教主观宇宙论直接的联系和统一。当时的关键在于把这一宇宙论归属到

帝国官方宇宙论之下。理学由此在中国历史上显示出了随机而变的特点。 

2. 儒学的职能  
我并不低估儒学的意义和对它的不同阐释和发挥，但在本文的研究中21，与儒学在中国

政治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相比，我把它们放在次要位置。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22指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人为创造的团体，在历史上用

来取代构成国家或帝国多元性的种族、宗教、政治团体。中国亦是如此。因此，儒学是民族

-帝国思想和演变的象征性母体。 

2.1 被中断的区分  

政治与宗教，世俗权力与宗教基础之间的分裂是带来一系列分化甚至分离可能性的

初演变阶段。我们可以在西欧社会观察到这一现象。 初的分离每次都产生了宗教、社会、

政治、经济的全新整合。在中国，这一事件塑造了政治记忆：中国的统一，对秦始皇的崇拜

至今仍为中国人念念不忘，至少中国官方在全球化的大众文化中所投射的形象是如此，如一

系列歌颂和神圣化这一奠基性事件的电影。23 
这一进程开始了我们后来所称的社会现代化，政治与宗教的分裂产生了社会管理权力

的集中。在欧洲，这一集权被称为国家。自此，区分进一步加快。现代化国家重新定义宗教

和它的角色。但 重要的是，国家本身转变为一整套行为方式和象征，它在 17、18 世纪的
英国导致了“政府”概念与“公民社会”或“社会”概念之间的对立。政治（社会及其制

度）、社会、经济之间的全新的、不可预知的分离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分化，使公民社会变成

舆论和市场，一个商人和消费者的社会。经济日益增长的自主化带来的动荡产生了各种调控

手段，从用以吸收经济增长对社会的冲击的所谓“社会福利政策”，直到为了控制、甚至阻

止经济发展及其后果而加强国家干预。世界上的现代社会就是这一系列区分和由此产生的重

组的结果。但是，政治和宗教 初的分裂和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家的形成决定了整个过程，因

为它们决定了通过不断区分而产生的职能的自主和发展程度。 
以上快速地介绍了我尝试用来对不同社会体系作对称分析的理论模式。24在这里，我分

析的是中国的演变、帝国的形成、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类型，包括定义模糊的“公民社

会”产生的可能性。和历史上的日本一样，在中国，由于目前经济发展分析采用欧美理论框

架，中国知识分子本身也使用从欧美引进的政治、经济观念，所以对“公民社会”的期待更

为强烈。对概念、理论的翻译和重建工作有很多潜在的东西可以挖掘。 
我在杜瑞林和 Wang Jing25介绍的李泽厚的作品中明确看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当李

                                                
19 作为当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这是韩戊淑的小说《相遇》中的观点。小说的主要人物，韩国儒士茶山表达了他的职务与他在巫祝掌控的世
界里发现基督教之间的冲突。 

21 这一方法可以用“Doctrine follows function”（职能为先，学说在后）来概括。 
22 《想象的共同体》。 
23  参见 Alan Stone 对张艺谋《英雄》的评论 See no Evil (Boston Review, 2004 年 12 月号，

http://bostonreveiw.net/BR29.6/sotne.html)。影片的关键时刻是拒绝臣服秦王的诸侯推举出一个代表去暗杀秦
王，维护他们的独立。当他就要达到目的时，却放弃了计划，违背了诺言：他承认了秦王的合理地位，放

了他一条生路。诸侯国和他们的百姓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远古特征，融入到新的政治实体中。Alan Stone从
中看到了当今虽然微弱却十分危险的民族主义的痕迹。张艺谋是 2008北京奥运会庆祝仪式的导演。 

24 这一粗略介绍的模式其实与福柯在《哲学的诞生》中所作的分析十分接近。 
25 我在这里不重复Wang Jing对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预设的批评，因为在历史上，人类和社会科学都用马克思
主义的比较观点来分析过不同社会体系的演变。重点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人类和社会科学对它的



泽厚揭示，“中国文化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用，神与人，都是同一个

世界的不同方面”（p.121），我把这样的情况理解为政治与宗教的区分无力引发它们之间
的分离，在历史上重新定义的过程中保存了它们的内在联系。产生一个共同代表个人和群

体，组织为了夺取、建立和加强相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性而抵抗、斗争的“社会运动”的“公

民社会”的巨大难度由此可知。同时，中国目前的演变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它是改变社

会、政权和经济的动力的组成部分。 
李泽厚揭示了“一种根植于尘世间的未来……我称之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p. 

121）。当杜瑞林引用这段话是，如果用我们提供的模式来分析，李泽厚的话可以理解为一
种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设想，即民主化的条件，它在一定层次会与国家的角色和中国对国家的

理解产生冲突。我也由此推断，要产生一个自主经济空间是非常困难的。经济空间一旦产生

足够动力就能摆脱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约束，使它的特殊逻辑超越国家机器对社会和其成员的

控制。专制、集权的国家保证民族统一，其现代版本共产主义幻想，仍然是建立在政治与宗

教“未完成”26的区分之上的。 

2.2 如何定义儒学？  

把儒学定义为中国和“汉化世界”的历史个性的母体，初看似乎是采纳了亨廷顿的解

释27：它既是划定一个文明空间的准则，同时又是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一种风格。80 年
代末，在新加坡、台湾、日本等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一准则和风格被视为以“亚洲价值观”

为基础的“亚洲模式”。1997 年的危机暴露了这一模式的局限，甚至破产，因为它被用来
解释危机的起因。28现在，东亚经济得以重建，这些亚洲价值观试图作为东亚国家经济、社

会逐步趋同的基础，使它们在 21 世界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动力，由此取代欧美民主和资本主
义模式。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在该地区国家，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引发了

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不管如何，在亨廷顿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理论中可以看到儒学世界

的痕迹。 
亨廷顿的理论引发了很多批评，其中之一是针对“文化地域”及其所谓特征理论的。

儒学的实质很难定义：儒学不同于任何一种表述明确的学说，因为它不断地被提及、批评、

坚持，经常被简化为一系列过于宽泛的价值观而无法解释历史意义。在我看来，确实无法把

儒学归结为历史上的不同学派：这一学说来自于它所行使的职能，并试图对其进行表述。儒

学建立在政治与宗教未完成的区分上：它既表达了这两种职能的分隔，又对分隔进行缝合。

它抵制并阻碍引发分裂的区分带来的历史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要超越学说来讨论历史上不同

学说共有的儒学法则。乔治·冈格彦（Georges Canguilhem）简单地称之为“历史的先验”。 
但我们也可以把儒学看作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六章中所定义的“形上学”：

一个（关于人、自然、社会、神等的）预设和叙述（思考、转述、讲述和论证、解释、交流

方式）的有条理的集合。对海德格尔来说，形上学由历史阶层、这些概念的变量和演变、问

题和叙述构成。从这一点来看，“形上学”与福柯所谓的“认识型”和后来的“话语次序”

接近。但是，由于儒学与多种形式和不同阶层有关联，我们称之为一种“认识体制”，它的

特点是不局限于一种范式（采用托马斯·库恩的定义），而是遵循一整套连续的范式，可以

根据不同历史状况进行诠释。 
这样，“认识体制”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称的“神

话”相似。“神话”是叙述和论证结构（讲述、解释和交流的方式）的感知和观念（辨别、

                                                                                                                                                            
重建完成了对它的超越，但它依然是用来理解中国的人类、社会学家，与他们辩论的共同理论。 

26 与丸山真男 1945年用“未完成的现代化”一词来概括日本法西斯的社会背景时的意义相同。 
27 《文明的冲突》。 
28 裙带资本主义、国家与大企业勾结造成的腐败、市场作用不足、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对经济造成的累
赘。参见 Dwight Perkins对此作的总结文章 Law, Family Ties and the East Asian Way of Business，收入于亨
廷顿和哈里森主编的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p. 232-243）。 



观察、命名方式）的聚合体，它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从这一用法上来看，神话涵盖了德

斯寇拉（Philippe Descola）所称的“推理体制”。29但是，如果儒学可以作为神话来研究，

那么它也就是虚构的，因为这一围绕不同主题的论证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被讲述，而且在这个

论证性脉络中被无数次地加工润色、诠释。总的来说，这些不同的概念提供了儒学的一种知

识模式。儒学的特点在于比起其他学说来更关心它在中国历史上及当代社会中的职能。因

此，我们可以把儒学定义为一个机制化的概念和话语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中国从它作

为地缘政治实体形成时期和由此产生的演变开始，思考、调控和组织政治和宗教的区分。这

个概念体可以定义为一种“推理方式”，一个集体的、制度化的构想、解释和交流体系。 

2.3 德斯寇拉的启示  

德斯寇拉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儒学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作用。儒学在中

国历史上引起了以上古文化和思想为基础的推理体系不可逆转的演变，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学）、组织和交流方式。儒学产生于巫祝，也就是德斯寇拉所说的泛灵主义本体论：不管

人或物都有主体性，并且通过这一广泛的主体性相互沟通。巫祝认为天地万物在一个神秘实

体中相互沟通。儒学在把巫祝逐步改造成一个世俗学说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用相同的模式来

解释天与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儒学引发了另一种类似的本体论，和一种新的观察、思

考、解释和组织的方式。另一方面，儒学通过细分等级来区分天上和人间世界。但它同时又

把这些不同等级一个个地焊接起来。广义上来说，它们相互类似，一个等级是另一个的反

映。这一母体孕育的不同学说发挥着国教的作用：它表达了关于天和社会非宗教的构想。儒

学的政治宇宙论确实起到了政治理性化的作用，把一片领土上的民众通过礼仪和一系列根据

总原则（即天地秩序）制度化的行为方式组织起来，天地秩序是一切人间活动的模式和调控

手段。 
因此，这一学说建立了不同实体之间关系的唯一模式。这些既相对立而又互补的实体

构成了存在的不同模式和层次。不同层次被排列成一个封闭的综合体中交错的等级。儒学学

说更注重描述和规定一切事物存在的次序，而不是描述构成它的宇宙论，“学”胜过“发

现”。在对构成人间社会不同等级细致入微的描述中看不到它巫祝的渊源，好像被掩盖起来

了，但正是这个源头表达了一切，建立了世界的秩序，并使对它的阐述成为可能。儒学表

达、理性化并建立了万物的基础和模式，而且，巫师代表了万物的存在。存在是万物的起源

和沟通的手段。巫师是存在的灵媒。因此，作为形上学的和哲学体系，儒学保留了巫祝的前

身：它从对存在的先验论出发，表达了整体的社会秩序。这一对存在的设想从未受到质疑，

反而经历了不断地润饰、细化、整理，发挥着世俗宗教的作用。儒学并未提供一个认识世界

的方法：它直接表述了世界秩序，主体和客体从未分离，二者都附属于更高的实体，这一实

体在历史上和被历史不断更新。 

2.4饱和的存在  

整体思想与人间秩序的汇合要求把人间事务归纳到这个先验的秩序之下，并从包容一

切的整体出发来组织人间事务。一个中间体分割并连结两种相互反映的秩序。这个中间体的

职能既是宇宙论的，又是政治的：这就是皇帝的职能，他掌管一切人间事务，并且应用秩序

模式，使之一统天下。皇帝是两种秩序之间的桥梁，他既是区分，又是区分的连系。皇帝具

有两面性，既神圣又与宗教无关：他代表存在，并掌控人间事务。皇帝是存在的主人，又是

它的经理人。但他根据天意来治理：他管理一个既定的秩序来保证这个秩序的稳定。如果我

们把这一政治宇宙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比较，一切就豁然开朗了。亚氏也从整体、从天的

秩序出发，但他揭示了从不可更改的宇宙秩序、不同等级的存在直到宇宙中心，即地上世

界，一个逐步恶化的过程。在离天 远的地上，人类活动的混乱不能通过整体秩序来整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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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政治问题是人的问题，人通过政治来组织他们的世界。政治问题只能在宇宙中心产

生。民主是 佳政治体制，因为它试图通过所有人的参与来解决混乱问题。亚氏认为，皇帝

或国王试图使宇宙秩序统治人间就错了，成为了造成暴政的幻想的俘虏。从这一点上来看，

儒学世界并非一成不变，并非一个“永恒”中国的基础，它实际上是充分饱和的、十分有组

织的世界。礼仪和机制、习俗和技巧，决定了天地紧紧相连。这不是一个抗拒进步和未来的

僵化的世界。变化只是表层的，因为未来的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一切都为了保持原样而变

化。 
儒学发展了一个使世界变得清晰明白、能够管理世界和使它理性化的模式，从而变成

了一个具有类似宗教职能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儒家学说中，宗教与政治既相互区别，又纵横

交错。我认为，这个统一体中的张力和对立是中国社会和构成一个遏制区分、不断重建受威

胁的统一体的社会体系的不同职能的分化模式演变的象征性母体。超验秩序的内在性是它发

人深省的特点。这是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的、礼仪的、习俗的和生存、行为、表述方式的秩

序。 

2.5 存在的经理人  

因此，在他们的培训、选拔和从业过程中，圣人、学者、士大夫都是帝国不信教的神

父，身兼哲学家、执政者、法官和管理者多职。士的选拔标准是创造“神话”、掌握和吸收

这一学说、使之根据天不可更改的秩序来统治社会的能力。我们已经说了，儒学表达了万物

的存在。表达事物的存在就要使之处于统治地位，随时随地应用它。它们通过渗透来统治。

存在既是儒家的言论，又是其行为。从这一点来看，一切的秩序、存在，是权力的自然归化

和向宇宙论的转变。宇宙论使权力成为一种命运，使之永远地存在。学者表达和创造了秩

序，为了皇帝，以帝国的名义来强行实施。在儒学中，世界的存在首先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权

力，只有当政治与宗教已经开始的区分被遏止时才有可能。归根结底，存在是权力的结构和

那些为权力服务、保证帝国秩序的人的权力。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世界的存在使管理世界

成为可能，并组织它的管理。儒家是存在的管理者，集中了欧洲定义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职

能，并把它们保持在凝固的区分状态。 
中华民族-帝国似乎无限期地停留在它可能的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它似乎拒绝跨越导致

分裂、解体、向另一种有待发现的秩序过渡的那一步。但是，潜在的分界很早就已存在。儒

学的作用在于区分不同职能，并缝合其分离，同时发挥了分隔线和连接线的作用。这一界线

是控制社会及其演变的权力的母体，它定义了国家和承担国家运作的人、官员或学者的职

能。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受到批评和改造，它的功能在于联结、统一、协调不同规模的现

象。这一功能也明确了它的局限性：它总是阻碍职能的区分，把它限制在一定程度，这一区

分有可能获得自主和一种足以引起巨大变革的强大动力。但儒学在改变，一切都会开始变

化。 

终点  
这一长长的推理证明，儒学超越了“现代”史上欧洲社会产生的人类科学与社会科学

之间的分界，这一分界的目的在于表征造就这些欧洲社会、决定它们演变的进程。儒学在中

国历史上的角色和地位是非常复杂的人类学研究。我们在这里尝试确定它的基础。 
况且，有必要把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相对化：两个社会都经历了相同的区

分、复杂化和重组的过程，只不过不同社会按照不同理论和预设对这些进程进行调控。 
一个观点贯穿了整个研究：在当代中国，区分的压力和动力无处不在。正在进行中的

进程不能局限于经济的进一步自主化。一切都在改变，包括历史上弥合区分、不断缝合中国

的理论：儒学。 
所以我们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中国往何处去？我希望能够为辩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